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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课程与教学论
学科建制的历程

吉　标
(山东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山东 济南２５００１４)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校课程与教学论学科开始恢复并快速发展,理论体系日益丰富,学科建

制不断完善.高师院校中课程与教学论的系科设置从无到有,组织机构逐步壮大;专业学位点不断增加,研究

生培养数量逐渐增多;专业学术机构纷纷成立,学术交流愈加频繁.随着学科组织机构不断壮大,课程与教学

论学科日益繁荣,学术队伍日渐庞大,学科发展获得了稳固的平台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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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建制是一门学科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为学科生存与学科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

障.学科建制以一定的组织机构为依托,为学科从业者“提供一种基本的社会身份或社会标识范

畴”,是学科研究者的生存依附.根据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的理解,学科建制至少应包括以下三方

面,“一是学会,这是群众性组织,不仅包括专业人员,还要包括支持这门学科的人员;二是专业研究

机构,它应在这门学科中起带头、协调、交流的作用;三是各大学的学系,这是培养这门学科人才的

场所,为了实现教学与研究的相结合,不仅在大学要建立专业和学系,而且要设立与之相联系的研

究机构”.[１]

我国高校的课程与教学论学科萌芽和兴起于民国时期.１９１２年民国成立后,教授法(后来改

成“教学法”)课程在高等师范学校广泛开设,且当时已经有一批从欧美和日本留学回国的学者群

体,从事各科教学法的引介和研究工作,他们堪称我国教学论学科的拓荒者,对民国时期教学理论

和教学法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新中国成立后至“文革”时期,这是我国教学论学科发展的“非常时

期”,教学理论研究遭受极大的干扰和影响,甚至一度遭到取缔.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
国历史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发生了伟大转折,教学理论研究获得新的生机与活力,教学论学科经历

了重建和不断发展、繁荣的过程.[２]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我国课程与教学论理论研究方面逐渐形

成体系结构比较完整、知识积淀丰富、研究视角宽广、研究方法多样、研究成果丰硕的繁荣景象.[３]

而且在学科建制方面也取得长远进步:高校系科设置逐步完善,组织机构不断壮大;学位授予点数

量日益增加,人才培养机制形成;专业学术共同体不断扩大,学术交流日益密切.课程与教学论的

学科建制不仅为学科知识的生产以及整个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坚强的制度保障、人力支持和物质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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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其自身也同时构成了课程与教学论学科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在教育学一级学科体系

中,课程与教学论学科已经成为最大的二级学科①,成为教育学科族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一、系科设置逐步完善,组织机构不断壮大

大学的系科设置是学科建制走向完善的重要标志.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随着课程与教学理

论研究不断取得进展,课程与教学论学科组织机构逐步建立,在高师院校确立了稳固的发展平台,
并日益扩展和壮大.

(一)初创与起步阶段

我国高校课程与教学论学科的组织建设首先是从教育系设立“教学论(教学法)教研室”开始

的.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高等院校学习苏联经验,普遍设立了“教学研究指导组”,后改为“教学研究

室”(以后逐渐简称“教研室”).教研室在高校日常运行和教学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便于发挥集

体力量,加强教学工作的组织性与计划性,开展教学活动和科研活动,也有利于增进教师之间的日

常交往和沟通.“文化大革命”期间,高等教育秩序一度瘫痪,教学组织混乱不堪,很多高校教研室

也遭废弛.[４]１９７７年开始,我国高等师范学校在重建的同时,教育部直属高等师范院校和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的一些基础较好的高等师范院校中的教育系科首先恢复重建.[５]有一批研究者也逐渐

开展了对教学论、课程论领域的研究,取得了初步的研究成果②.由于专门的系科及研究机构尚未

成立,很多教学论研究者主要依附于“教育学研究室”从事教学论的教学和研究工作.２０世纪八十

年代初,北京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学院(１９８１年更名为西北师范大学)、西南师范学院(１９８５年更名

为西南师范大学,２００５年与西南农业大学合并组建“西南大学”)等高校的教育系科都较早地设立

了“教学论(教学法)教研室”.“教学论教研室”是当时教学论学科在高校的最基本组织单位,标志

着教学论学科有了初步的组织建制.

１９８３年,教育部批准成立了“课程教材研究所”(与人民教育出版社合署办公),并于次年创办

专业学术刊物«课程教材教法».[６]教育部“课程教材研究所”是改革开放后我国最早成立的专

门课程教材研究机构.其后,该所连续举办全国性专题会议,组织和开展中小学教材的研讨和编

写,促进了课程与教学研究者的交流和协作,这也对全国高师院校的课程与教材研究机构的设置起

到了示范作用.１９８４年,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在教学论教研室基础上,组建了“课程教材教法研究

所”.之后,东北师范大学等高校也相继设立了课程教材教法研究所,开展教学法和教材研究.这

些研究机构在高校的普遍设立,也标志着课程论与教学论学科的进一步壮大.８０年代中期以后,
随着教育系科在师范院校地位的不断提升和教育学科力量的壮大,很多师范院校为了加强教育理

论研究,都设立了“教育科学研究所”,扩大了教育系科的学科建制.其中,对全国课程与教学论学

科发展影响比较大的有李秉德先生领衔的西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和张敷荣先生领衔的西南

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这些“教科所”建立后,进一步扩大了教育系科在师范院校的组织建制,
也凝聚了一批课程与教学论团队力量,积极开展课程与教学理论研究,培养后备人才,为提升课程

与教学论学科在高师院校的学科地位作出了重要贡献.

８０年代初至９０年代中期,随着课程与教学论的学科建制在高校初创和发展,教学论与课程论

领域研究队伍不断壮大,学科理论体系日益庞大,理论成果也不断推陈出新,教学论学科不断走向

繁荣.

①

②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育委员会１９９７年６月联合下发«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教育学的

十个“二级学科”包括教育学原理、课程与教学论、教育史、比较教育学、学前教育学、高等教育学、成人教育学、职业技术教育学、特殊教

育学、教育技术学等.

这一时期主要研究成果详见李定仁、徐继存主编«教学论研究二十年»、«课程论研究二十年»,人民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２００４年版.



(二)发展与调整阶段

９０年代中后期开始,课程论研究异军突起,研究队伍不断壮大.１９９７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公

布新的学科调整规划,将课程论、教学论、学科教学论融合起来,设立新的二级学科“课程与教学

论”.此后,课程与教学论学科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很多高校开始对课程论与教学论学科进行整合.

１９９９年,华东师范大学在原来“课程教材教法研究所”基础上,批准成立了“课程与教学研究所”.
近十几年来,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在加强课程理论研究和促进国内外课程学术交流方

面成效显著,在推动国内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过程中产生了持久、广泛的影响.
世纪之交,随着高校迅速扩招,高等教育的办学规模空前扩大,全国高校内部组织结构和运行

机制也发生了新的变化,掀起了一股“撤系建院”高潮.全国绝大多数高师院校的教育系先后更名

为“教育科学学院”或“教育学院”,原有的课程与教学论学科教研室则升格为系或研究所.同时,全
国很多综合性大学如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吉林大学、天津大学、中国人民

大学等也都在原有教育研究所基础上,成立教育学院或“教育研究院”,下设“课程与教学系”或“课
程与教学研究所”.这一时期,伴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一大批师范专科学校也纷纷更名,
升格为本科院校,原有的教育系科也获得较快发展,课程与教学论学科力量得以凝聚,团队不断

壮大.
(三)壮大与稳固阶段

新世纪之初,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开始起步.为加快课程理论研究,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改

革,教育部率先在全国教育部六所直属重点师范大学设立了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心.随着基础教

育课程改革的推进,全国又有十几所省级重点师范大学获批成立“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中心”.随

后,在各省教育主管部门的推动下,又有一大批省属师范院校设立了“基础教育课程中心”.截止

２０１５年,全国各类高校设立的各类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心数量已经超过１００个.这些“课程中心”
成立的宗旨是为基础教育课程与教学改革提供咨询和服务,成为联系高师院校与中小学的重要纽

带,构筑了高校课程与教学论学科发展的新平台.
近年来,课程与教学论学科在高师院校的地位愈加突出,高校课程与教学论学科建制又获得进

一步发展,实体性的课程与教学论学科机构设置开始出现新的整合,数量上也进一步增加.有些教

育学科实力比较强的高校,如北京师范大学、西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都对教育

学科的组织结构进行了较大调整,整合了全校教育学科力量和资源,组建“教育学部”,同时也对课

程与教学论学科进行了结构性调整.如北京师范大学成立教育学部后,将原来的课程与教学系升

格为“课程与教学研究院”.另外,一大批高校相继设立了“课程与教学研究中心”、“课程与教学

(论)研究所”(见表１),对课程与教学论学科团队进行整合,进一步强化了课程与教学论学科在高

师院校的地位.
表１　近些年我国普通高校设立的课程与教学论研究所(研究中心、研究院)

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 北京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院＊

南京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 山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心＊
天津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中心 华中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

南京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 吉林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论研究所

江西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 山西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

湖南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论研究所 首都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论研究所

浙江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 山西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

信阳师范学院课程与教学改革研究所 河南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论研究中心

湖南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论研究所 北华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

宁波大学课程与教学论研究所 渤海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研究中心

　　　　　　　注:＊是独立建制的、能独立开展课程与教学论专业博士生培养的实体性教学科研机构)



二、研究生学位点不断增加,人才培养机制不断完善

学科发展离不开人才的培养.研究生学位点承担着培养学科后备人才的重要任务.１９８０年２
月,我国颁布并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重新恢复和设立学位制度.此后,在这一制度

指导下,从中央到省级政府、从各本科高校到科研机构,与研究生教育和学位相关的一系列制度逐

步建立并完善起来,我国研究生教育也因此获得了快速发展.
(一)研究生学位点的初创与巩固

１９８１年,教育部召开了学位委员会,修订了«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的学科、

专业目录(试行草案)»,成立了国务院学科评审组并召开了第一次学科评审会议,分别批准３７所和

８９所高校获得首批博士、硕士学位授权资格.其中,西北师范大学教学论学科被批准为博士点,具
备招收教学论博士研究生资格.这是我国获批最早的教学论专业博士点.同时,华东师范大学、北
京师范大学等高校获准开设教学论专业硕士点.１９８４年,教育部又批准了第二批教学论专业博士

点和硕士点,西南大学获得教学论专业博士授权点,浙江大学(原杭州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东北师

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等高校获批为教学论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其后至１９９６年,教育部又进行

了五次较大规模的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单位的审定和审批工作,湖南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天津

师范大学等一批高校也相继设置了教学论专业硕士点,教学论专业硕士学位点数量逐渐增多.

这一阶段是改革开放后我国研究生培养的起步阶段,研究生招生的数量相对比较少.从全国

范围来看,１９８１~１９９６年间我国每年毕业的教学论专业硕士不超过５０人,１６年间累计培养教学论

硕士３５０余人,培养教学论方向的博士３０余人.[７]

(二)研究生学位点迅速扩张与壮大

１９９７年以后,课程与教学论专业学位点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

学、南京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等高校相继获得课程与教学论专业博士授权点.新世纪以来,随
着高校扩招政策的推行,高校的课程与教学论专业学位授权点数量有了快速增加,东北师范大学、

华南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高校的课程与教学论专业博士点获批.“十一五”期间,我国高校研

究生学位点持续快速扩张,陕西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又相继获得课程与教学

论专业博士授权点.截止２０１５年,全国具有课程与教学论博士点的高校已经达到２８所.目前,几
乎所有省属重点师范大学,以及一些综合性大学,都已经开始培养课程与教学论专业硕士研究生,

全国课程与教学论专业硕士点数量已经超过１２０个.

当前,虽然一大批高师院校和综合性大学都具备课程与教学论专业研究生培养资格,但其学科

发展并不均衡.华东师范大学和西南大学凭借教育学科的整体优势与团队力量,已发展成为课程

与教学论学科实力最雄厚的高校,其课程与教学论学科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

西北师范大学的课程与教学论学科是该校传统的优势学科,为国内课程与教学论界培养了一

大批后备人才,也延续了在国内课程与教学专业领域的地位和影响力.还有一批教育部直属高校

和一些省属重点师范大学,其课程与教学论学科被批准为(省、市)重点学科或人文社科研究基地,

得到较多资金与政策扶持,构筑了良好的发展平台.近些年来,为了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很多高

校开始注重加强与其他高校之间的交流与协作,尤其是全国高校课程与教学论专业博士点单位定

期召开联席会议,就博士生招生、培养与管理等方面展开密切交流与协作,全国课程与教学论研究

生协作培养机制正在形成.[８]

三、专业学会陆续成立,建立了稳固的学术交流平台

学科共同体的形成是学科发展和成熟的标志,也为学科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动力.专业学会是



一种学术交流的共同体,是当今学科研究者联系和沟通的桥梁与纽带.米歇尔福柯认为,“学科

构成了话语生产的一个控制体系,它通过同一性的作用来设置其边界.”[９]学会通过召开各种类型

的学术会议,可以分享学术共同体的研究成果,培育学科成员对本学科的认同和信念,增进研究者

的交流和交往.三十年来,课程与教学论专业相关的学会陆续成立,为课程与教学论研究者提供了

稳固的学术交流平台.
(一)专业学会建立和完善,教学论学术交流机制形成

１９７９年４月,中国教育学会成立,下设教育学分会,会员主要是全国教育学学科的科研人员和

各级各类师范院校教育学学科的教师.很多教学论研究者很快成为学会的活跃力量,积极参加全

国性的教育学术交流和研讨活动.８０年代初期,在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的组织下,相继举办

了几次小型的教学论专业研讨会,密切了国内教学论研究者的联系与合作.１９８５年６月,全国教

学论学术委员会(全称“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教学论专业委员会”)成立,这标志着我国高校教

学论研究者群体有了一个全国统一的学术组织,这为开展教学论研究搭建了新的平台.全国教学

论学术委员成立后,通常每两年举办一次大型学术年会,迄今已成功举办了十四届(见表２);每年

还不定期召开一些小型的专题讨论会,就教学论学科热点问题开展研讨和交流.目前,全国教学论

学术委员会已经成为教学论领域研究者最大的学术交流平台,成为引领和促进全国教学论学科发

展的最重要学术力量.
表２　全国教学论专业委员会年会举办情况[１０]

届次 召开时间 承办单位 会议主题

第一届 １９８５ 哈尔滨师范大学 教学论的理论体系建设

第二届 １９８７ 华中师范大学 加强教学理论与实际结合,深化普通教育改革

第三届 １９８９ 广西师范大学 大面积提高教学质量的问题

第四届 １９９１ 天津师范大学 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关系;教学论学科体系

第五届 １９９４ 西南师范大学 改善教学论研究方法,提升教学理论研究水平

第六届 １９９７ 陕西师范大学 主体教育的理论与实验研究、教学活动理论与活动课程

第七届 １９９９ 西北师范大学 面向２１世纪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基本问题

第八届 ２００１ 湖南师范大学 全球化与中国教学论发展的走向

第九届 ２００４ 北京师范大学 我国教学论反思、基础教育课程与教学改革反思

第十届 ２００６ 西南大学 教学基础理论与教学论学科建设

第十一届 ２００８ 福建师范大学 教学改革与学校创新

第十二届 ２０１０ 南京师范大学 中国本土教学思想与当代教育改革

第十三届 ２０１２ 东北师范大学 教学质量提升问题

第十四届 ２０１５ 河南大学 数字化时代的教学理论与实践

　　同时,经由中国教育学会批准,各个学科(如语文、数学、化学、物理、生物、地理等)也陆续成立

了“教学专业委员会”.这些“教学专业委员会”组织高校从事学科课程与教学论研究的人员,定期

召开高师院校学科课程与教学论学术会议,促进了学科课程与教学论研究者的交流与合作,极大地

拓展了课程与教学论学术交流的空间,对学科课程与教学论研究产生了持久、广泛的影响.①

另外,伴随着基础教育改革的进程,为了推进教学改革与实验,促进教学理论的转化与教学经

验的推广,全国性的教学实验研究学术组织也应运而生.经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实验研究分会批准,
“全国目标教学专业委员会”(１９９６)、“全国合作教育研究专业委员会”(１９９７)等也相继成立.近些

年来,这些学术组织吸引和团结了一大批从事教育实验研究的教育科研工作者和有志于进行教育

教学改革的广大中小学校长、教师,在全国建立了一批稳定的、有特色的实验学校,同时开展教改实

验和学术交流,极大拓展了课程与教学论研究的视野.

① 目前,全国高师化学课程与教学论年会已经连续举办了１０届,全国高师生物学课程与教学论专业学术研讨会连续举办９届.



(二)专业学会日益壮大,学术交流国际化趋势明显

随着课程论领域研究的进展和研究队伍的壮大,全国课程论专业学术共同体也开始形成.

１９９７年,中国教育学会批准成立全国课程论专业委员会(后称为“全国课程学术委员会”),并于当

年在广州召开了“首届全国课程学术研讨会”.[１１]此后,在教育部课程教材研究所的协助和推动下,

全国课程学术委员会连续举办了八届大型年会(见表３).近年来,全国课程学术委员会与全国教

学论学术委员会协同并进,促进了我国课程与教学论学科的学术交流,为课程与教学论学科研究提

供了广阔的平台,也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智力支持.
表３　全国课程学术委员会历届会议

届次 召开时间 承办单位 会议主题

第一届 １９９７ 华南师范大学 课程理论与课程改革

第二届 １９９９ 广西师范大学 ２１世纪中国课程研究和改革发展

第三届 ２００１ 吉林长春 我国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理论与实践．．
第四届 ２００４ 云南师范大学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反思和评价

第五届 ２００６ 新疆师范大学 课程理论发展与实践进展

第六届 ２００８ 聊城大学 课程理论与实践创新

第七届 ２０１０ 华中师范大学 新世纪课程改革十年———趋向与愿景

第八届 ２０１２ 福建师范大学 未来十年课程改革的发展之路

第九届 ２０１４ 上海师范大学
课程改革在路上———向着«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
规划刚要»迈进

　　世纪之交,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成为教育改革的时代主题,课程与教学论的学术交流也不断拓

展,开始超越本土视野.１９９９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台北教育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多家单位联合

发起,举办了“首届两岸三地课程理论研讨会”.迄今,“两岸三地课程理论研讨会”已举办了１７届

年会,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反响.２０００年以后,国内高师院校学科课程与教学论团队也开始注重加

强与港澳台地区高校的学术交流,举办学术研讨会.其中,数学课程与教学论的国际交流最为频繁

与密切,从２００４年至今已举办了四届“两岸四地数学课程与教学理论研讨会”.通过两岸四地广泛

深入交流,分享各自课程改革实践经验,扩大了课程与教学论研究的视野,为本土课程与教学论学

科发展提供了重要范式和启示.

在加强与港澳台的交流与合作中,我国课程与教学论学术交流也开始走向国际化.２００３年１１
月,在“国际课程研究促进协会”(IAACS,总部设在美国)的推动下,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

所承办了“第一届世界课程大会”.这是在国内举办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国际课程学术会议.近些

年,很多高校也以高涨的热情邀请承办各种层次的国际性课程与教学论学术会议(见表４),促进了

课程与教学论学科的国际交流.当前一些比较活跃的国际知名课程与教学论学者如保罗弗莱

雷、小威廉姆E多尔、威廉派纳、坦纳、马克思范梅南、迈克尔W阿普尔、佐藤学等人也

应邀赴国内多所重点师范大学开展学术交流.同时,国内高校的课程与教学论研究者也更加频繁

地走出国门,进行访学,参加学术会议,扩大了国内课程与教学论学科的国际化视野.
表４　２０００年以来国内高校承办的国际性课程与教学论学术会议

时间 承办单位 会议名称 备注

２００２ 西南师范大学 ２１世纪数学课程与教学改革国际学术研讨会

２００３ 华东师范大学 第一届世界课程大会

２００４ 华东师范大学 首届上海国际课程论坛 至２０１５年已举办１３届

２００５ 华东师范大学 课程领导与学校管理创新国际研讨会

２００７ 华东师范大学 首届教学改革国际研讨会

２００８ 北京师范大学 课程与教学国际学术论坛首届研讨会

２００９ 北京师范大学 第二届中欧基础教育课程发展论坛



２００９ 华东师范大学 课程评价改革国际研讨会

２００９ 首都师范大学 课程与教学研究的实践取向国际学术研讨会

２０１０ 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传统文化、复杂理论与课程改革”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１ 杭州师范大学 第一届课程教学改革与教师发展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２ 广西师范大学 第三届中欧基础教育课程发展论坛

２０１２ 北京师范大学 普通高中课程与培养模式多样化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３ 杭州师范大学 第二届课程教学改革与教师发展国际研讨会

　　(三)学会组织下移趋向明显,对课程与教学实践的影响日增

新世纪以来,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推进,课程与教学论专业学会和相关学术机构进一步向下

延伸和扩展.目前为止,全国多个省市(重庆、山东、广东、江西等)教育学会分别成立了省级课程与

教学论专业委员会;也有些省市高校的课程与教学论研究者自发地组织起来,成立了具有学会性质

的区域性学术联盟①.这些地方性课程与教学论专业学会和联盟,构建了区域课程与教学论学科

发展共同体.它们通过举办研讨会和开展其他各种形式的合作,不仅密切了区域内课程与教学论

专业研究人员的交流,而且促进了地方高师院校与区域基础教育的协同发展,扩大了课程与教学论

学科对基础教育改革的影响.
当前引人关注的一个现象是,很多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和中小学也积极与中国教育学会等相关

机构合作,协办和承办相关学术会议,将学术论坛设在中小学现场.除此之外,一些中小学校也开

始自发联合起来,先后成立“全国高中学校课程改革联盟”、“全国初中学校课程改革联盟”、“全国小

学学校课程改革联盟、“全国农村县域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联盟”和“中国课改名校联盟”等联盟组织.
目前,这些“课改联盟”吸引广大基础教育学校参与进来,定期举办研讨会,给广大一线教育管理者

和教师提供了分享教学研究成果的机会.中小学教师开始成为课程与教学研究的一支生力军,这
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传统课程与教学论话语体系,也将对高校课程与教学论学术研究产生积极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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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山东省课程与教学论协作联盟”较具有代表性.该联盟２０１３年４月成立,系由山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心牵头组

织,联合本省十几所地方高师院校组成.该协作联盟设立了常设机构,制定了联盟章程,每年定期召开联盟会议,迄今已经连续召开了

四届联盟学术会议.


